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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涵多元價值的臺灣社會中，所謂的「暴力事件」頻傳，政府與民衆各自有堂皇的理由，「正義」似乎是共同的訴求，而這其中涉及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是關乎「社會倫理」的，即：正義社會是否可能經由暴力改革或暴力革命而建立？暴力在尋求正義的過程中，是否有其正當且合理的地位？甚至對基督徒而言，對暴力又應當有什麽程度的理解？

對於暴力問題最敏感的，應該是第三世界的教會，特別是興起解放神學的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的特殊處境中，暴力確有不同的呈現方式，使得解放神學家不論採取何種方式，都必須有一番合理化的詮釋。解放神學本諸基督宗教的基本立場，對於愛與暴力的問題研究既直接且深入，值得我們作為參考。因此，吾人擬在本文中以解放神學為思索的進路，對暴力作一番形式考察；隨後再論及神學家對暴力與愛的看法；最後提出反省。

一、對暴力的考察

1.
暴力的三種形式

「暴力」（violence）是否能作為社會改革的手段？這是一個相當具爭議性的問題。在一九六0年代中期，「基督宗教使用暴力達到社會政治改革是否合法」的問題，曾引起國際的神學討論(1)。這是因為一方面巴西主教Dom Helder Camara主張非暴力的和平反抗，但卻尊重所有使用暴力反抗之人；另一方面，哥倫比亞神父Camilo Torres鼓吹暴力革命，並因此犧牲。到底是否存在「合理的暴力」可供教會使用，成為討論的焦點。

傳統上對暴力的一般認知是指其為革命暴力（revolutionary violence），然而，在拉丁美洲，這卻不是暴力表現的唯一形式，它至少包涵了三種形式：

I、 制度化的暴力（institutionalized violence）

這一種暴力形式是由權力結構所帶動執行的，一般說來是完全「合法的」（legal），它發生在大莊園裏、工廠裏、銀行裏、與政府機構裏，來自白宮（the White House）與五角大廈。在這樣的制度裏，百分之五的上層人士控制了全國超過一半的財富，而在底層占全國百分之三十五的小老百姓卻只得到不超過百分之五的財富(2)。神學家E．Dussel曾說：「第一種也是最不人道的暴力，其存在摧毀了上百萬的人，也斷裂了整個世代：壓迫者、宰製者與帝國主義的暴力，具體化呈現在不公義與壓迫的結構中，使人無法成其為人。而其錯誤之處在於，它使被壓迫者想要憑其努力，拼命要成為壓迫者，就像是：在工人之上的領班。在人民之上的警察、在下層階級之上的中產階級。」(3)這種暴力制度化於拉丁美洲結構的事實，即是解放神學家反省暴力問題的起點。

II、 反抗的暴力或革命的暴力（countervlolence or revolutlonary violence）

這樣的暴力，其目的是要去取得政權並建立一個公義的秩序（just order）(4)。此種形式的暴力，是Camilo Torres所認為唯一能達到拉丁美洲所需要之改革的暴力。E．Dussel說：「對壓迫式暴力（指第一種暴力）的反抗，是一種來自少數人的暴力，這些人有膽量向自我的安順舒適挑戰，以其安寧福祉（well—being），甚至是生命為賭注，為要轉化原本「壓迫者對被壓迫者」的辯證關係，而成為「兄弟之間」（brother—with—brother）的關係。」(5)解放神學家從其神學觀點，視此種反抗的暴力為暴力的第二種形式，並在其中發現了在使用時之適用的多樣性，使革命的暴力有其正義的基礎。

III、 鎮壓的暴力（represslve violence）：

此種暴力隸屬於制度化的暴力，並用以壓制革命性的暴力。包含了那些由拉丁美洲政府所扮演，以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為幌子的種種壓迫手段。在這樣的過程中，基本的人權遭到了破壞，而只要提出異議（dissent）就觸犯了法律。在一九七O年代中期，拉丁美洲此種暴力的經驗更為激烈，對解放神學亦産生顯著的影響(6)。

在解放神學的區分裏，第一種的制度性暴力是由不合理的社會建制所凸顯的，它的範圍不僅在國內的政經體制，更牽連到美國等經濟大國對拉丁美洲的宰製。它一切的壓迫都合法化於制度之中，這樣的合法性暴力由於是以法律的形式呈現，或已成行之有年的體制，故不易察覺。然而，人民的權益與基本權利往往就因此被限制在如是的制度中。在此種暴力下，社會形成一個不合理的存有等級，以制度來支援人際之間的控制，使人性有著極大的扭曲，被壓迫者一旦脫離部分被壓迫處境，極自然地就會以同樣的方式去壓迫別人。解放神學所要控訴的即是此種暴力形式。

解放神學家對第二種的暴力形式持較正面的看法。這種革命性的暴力雖會有血腥與社會的失序，但基本上是為了要摧毀第一種的暴力，並積極地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這是一種在不得已情況下所必須采行的暴力，因此，部分學者認為這或許也可成為一個新的改革社會之手段。革命性暴力的合理性來自於制度性暴力的不當性。神學家J. S. Segundo認為，人類存在的本身無法脫離某種暴力的方式而生活；故生活必須根據其固有暴力而被誠實地評價(7)。事實上，各種暴力存在於人生活之各層面時，一種改革式暴力的方式值得被考慮。

第三種的暴力形式是政權的掌管者為要維持其統治權力所依賴的工具。像是對所有異議者的壓迫、對反抗者的鎮壓、對人權（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的迫害。這種暴力平時隱藏在制度之中，當革命性暴力一發生；這種鎮壓式的暴力隨即産生。在拉丁美洲，」國家安全」是執政者用以控制人民、剝奪其參政權的藉口，軍隊的橫行更增加此種暴力的恐怖。 

2.
暴力的倫理學差異

在區分三種不同形式的暴力之後，吾人欲就神學家的見解，對暴力作進一步的思索。當我們使用「暴力」這個字詞時，通常意謂  著使人死亡或使人受傷的暴力，然而從此字詞的不同隱喻中，我們  可區分暴力的不同用法。因此，下面就從更廣泛的角度切入，對暴力做更詳細的區分(8)：

I、 有計劃或精密策劃的暴力（Planned  or  deliberate  yiolence）與未經計劃或週邊的暴力（unplanned  or  nerlnheral  violence）的差異：

後者是屬於偶發的，意指一個在和平地支援一個有價值的議案時，卻突然引起暴動。這種未經計劃的暴力的危險性之一，是它可能隨時發生在所有非暴力的行動之中(9)。

II、 反對個人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persons）與反對財産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property）的差異：

姑且不論所謂的「正當自我防衛」（blameless  selfdefense），這種反對個人的暴力已不具正當性蚵。V. R. Gomspe神父認為：「除非是出自正當的防衛，否則，反對個人之暴力的使用會被視為一種不公義的侵犯（unjust  aggression）。」(11)認為對個人或對社會而言，暴力的使用都是最後的選擇，但只能指向財産，而不是指向個人。任何的個人都不應該被傷害，我們反對的是體制，因為，每一個個人的生命都必須被尊重。

III、 個人性的暴力（individual  violence）與社會性的暴力（social violence）之間的差異：

前者是指某人使用暴力（force）去傷害其他人；後者是指來自社會不公義的暴力。我們有必要去瞭解社會性的暴力這個事實，但並不意謂我們能事先道德地、合理性地以暴力與之對抗。因為，我們都多少生活在一個有暴力、至少並不全然自由的暴力處境下，否則，個人性暴力的産生，也能以社會性的暴力為藉口。

IV、 合法性暴力（legitimate violence）與非法性暴力（illegltlmate violence）之間的差異：

前者是來自一個合法的政府所加諸的限制，這政府往往是經由人民自由意志所選舉産生。為了社會的安定與國家的安全，及免於受他國侵犯，政府的軍隊與警察可稱為合法性的暴力。然而，當軍警的暴力超過法律許可權，為維持其統治利益而拂逆人民意願時，則稱其為非法性暴力。但顯而易見的，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多以合法掩護非法，使人民長久生活在暴力的恐慌之下。

V、 正義的暴力（just violence）與非正義的暴力（unjustviolence）之間的差異：

二者的差別在於對暴力的正義使用與非正義使用。聖奧思定早在第四世紀時就提出「正義之戰」的理論（Just War Theory），表示在一些限制之下，教會可以在正義的呼求下使用暴力。在顧及正義的情況下要進行戰爭或革命，傳統上至少有以下六個標準：

1． 它必須經由最高權威（如國家）的宣告。

2． 它必須在一個正確的意向上（一個善的目的）被貫徹。

3． 它必須只能是在無計可施下最後的手段。

4． 實行時，為了完成「善」（good），比起其起因為「惡」（evil）必須是更重要的理由。

5． 它必須有適度的成功的機會。

6． 它必須適度並盡可能節制地加以實行。

在近代，這些古老的傳統已不復再見，情境的抉擇成為一個重要的處理標準。然而，基督徒非同於馬克思主義者之處，就是去區分正義地使用暴力與非正義地使用暴力，即是顧慮到兩個倫理上的原則：一是「最後手段的限制」、一是「適度的法則」。如何決定革命是「最後的」方法？如何衡量什麽是「適當的」？這些常是難以抉擇的，然而也都是實行時的關鍵要素。

VI、 非暴力（nonviolence）與非抵抗（nonreslstance）之間的差異：

前者指涉非暴力的行動，而後者則是被動地不行動（passive inaction）。然而，今日我們要求基督徒作的，並非「行動」或「不行動」的決定，而是兩種不同的行動方式：即在暴力與非暴力之間的抉擇。非暴力並不就是消極地不去行動，而應該是一種有效的行動模式。抵抗的目的在於一個更公義的社會秩序，然而，我們所倡導的抵抗必須立基於基督宗教的標準。

VII、 最後一個差異是對別人施以暴力（doing violence「to others」）與為了別人的緣故自己甘心忍受不公義的暴力（voluntarily suffering unjust violence 「to oneself」 for the sake of others ）：

第二種方式正是主耶穌上十字架的榜樣，她所致力並挑戰神門徒來跟隨的，就是這種為了別人而背起苦難的精神(12)。

解放神學之所以重視「暴力」的問題，是因為基督宗教強調自身是一個愛的宗教，甚至有人認為基督宗教的本質就是「愛」，因此，在「愛」的考量下，對於暴力的考察與運用必須十分謹慎。以上對暴力的七項差異之考察，雖然將暴力的本質作了番詳細的描述，但仍然呈現出一些倫理上的問題。像是：在自我防衛情形下進行未經計劃的暴力行為時，是否仍有可能去考慮自衛的諸多規定？當我們指出所謂的合法或非法性暴力時，所觸及的「法」即是指一般國家法律，然而是否有更高層次的標準存在，作為判斷暴力的標準？即使為暴力的使用訂下標準，但仍存留許多不確定的空間可供遊走，如何決定「成功」的可能性？在過程中如何決定「適度」（即節制）的問題？如果期盼新社會秩序的建立是愛的要求，而暴力革命又可能成為改變的手段，那麽，暴力是否可能成為愛的另一種形式？

對暴力意義的厘清，能幫助我們進一步思考一個核心的問題：在拉丁美洲的處境中，使用暴力是否恰當？所使用的暴力應當以什麽樣的形式展現？這涉及愛與暴力的權衡，神學家們的意見值得我們重視。

二、解放神學家對愛與暴力的看法

1.
J. L. Segundo
J. L. Segundo在面對基督宗教與暴力的問題時，先分析拉丁美洲的社會結構，即暴力滋生的背景。他說：

「在這塊大陸上，最典型的社會特徵之一，就是壁壘分明的雙層結構，即下階層的窮人與上階層的富人。綜觀整個拉丁美洲，沒有形成此種社會結構的國家可以說劫目當少，而在那裏我們所看到的少數幾個中產階級的結構組織，情況不僅各不相同，也與一般所瞭解的已開發國家的中產階級大異其趣。」(13)

J. L. Segundo隨即指出，在拉丁美洲國家中，雖然中產階級的組織有大有小，但他們總是加入上層的勢力，傾向於去壓制任何對既存體制的顛覆行動，然而這些顛覆工作不外是要努力建立一個符合社會和種族多數原則的新社會結構。換句話說，中上階層形成一個聯合陣線，打壓一切群衆革命的可能性，他們固守自身的利益，盡力維持一個他們可取得既有利益的社會結構(14)。於是，基督宗教與群衆革命之間的關係益顯密切；同時也必須在暴力層出不窮的拉丁美洲社會中，表明其立場。

若要討論有關基督宗教和暴力的問題，J. L. Segundo認為首先要排除兩種未經批判就已認定的意見：一、認為基督宗教的教義支援改革而不支援革命，主張循序漸進而不主張暴力。二。假設政府會把窮人和被剝削者所受的不合理待遇糾正過來。對於第一點，他舉出教宗保祿六世在《民族進步》通諭中的宣示說：「除非確有嚴重侵犯人權並危及全國公益的長期暴政，否則革命性的暴動恐將造成新的不公義。」既有「除非」二字，就表示革命須視情境而定，在某些情況下，暴力的主張是情有可原的。另外，拉丁美洲的經驗事實，與馬克思主義所堅持的信念是一致的，那就是上層統治者不可能輕易放棄其既有利益，而使其他階級者受益，所以，以暴力的方式改變現存不合理的支配狀況似乎是可接受的。J. L. Segu．ndo這種同情暴力的看法與一般基督徒對暴力的理解有極大的不同(15)。

在拉丁美洲，就J. L. Segundo的分析，暴力的發生定有其原因，群衆不會無故走上街頭，訴求這種行動的共識，只有在既有體制下為了保障多數人的權益時才會發生。他說：

「就道德面而言，群衆暴力可以也應該被視為對另一種披著法制外衣的現存暴力的反抗，那種靠軍事武力和法律所鞏固的統治基礎，實際上就是用最殘酷且不義的強制力去掠奪工人的權益。雖然，這樣的暴力在道德的層面上是正當的，但是在群衆運動的層次上卻很難推展，因為，社會事物的外表總是覆蓋了大多的欺瞞與謊言，而非所有群衆所能認清。因此，若想要揭穿那種在所謂秩序、安定和希望的表像下的暴力具面目，就必須歷經一段長時期的奮鬥。」(16) 

於是，一個道德上的兩難困境就出現了，面對拉丁美洲瀕臨生死邊緣的處境，不以群衆的暴力手段不足以改變當前的態勢；然而，若不使民衆清楚認知此表面和諧的體制下隱藏的暴力，並徹底對其失望，群衆就不會以暴力去面對改變處境。如果此困境未獲解決，暴力的實行永遠只是部分有識之人的理想，而不致引起強烈的響。對基督徒而言，這更＊道德上的壓力：在「愛」的前提下，基督徒比上街頭的人更有道德上的顧忌，因為，嚴格的道德律將與暴力的任務發生致命的衝突，換句話說，就算他帶衆人走上革命的第一線，面對群衆的失控，他終將獨自一人哭喊著說：「停下，別那樣做……。」這很清楚地指出，他實在難以半途放棄他的道德信(17)。

既是如此，基督徒面對群衆暴力時，不再能簡單地認為。為了合理的自衛，並為了要負起關心拉丁美洲窮人和被剝削者的責任，就必須參與在所有艱苦實況中與一切不人道的責任裏所含的暴力。

J. L. Segundo於是站在基督徒的立場，重新回溯聖經的教導，他問了一個根本的問題：上帝是非暴力的嗎？耶穌是上帝「道成肉身」，而耶穌本身是非暴力者嗎？她的教訓是非暴力的嗎？以這個問題為中心，他仔細地對「暴力與愛」的關聯作了一番剖析，他有以下三點意見(18)：

Ⅰ、愛與暴力是人際關係中兩個相反的尺度單位。愛是給予，暴力是奪取：

愛是以別人為中心而行動；暴力是以別人為奪取的物件。純粹的暴力，必定是自我中心的，只著眼於自身的利益；愛卻是去建立人際之間的連結，如耶穌所說，擴散至我們的鄰舍。肢體的暴力並非唯一的暴力形式，對於個人之唯一的、中心的、及不可變之價值的任何否認，都是暴力的形式。只有愛才能克服因暴力帶來的傷害，德日進（Teihard de Chardin）說得好，他認為人類進化的過程，是立基於愛並由愛引導，包含著漸次形成的複雜的愛的體系，在其中每一個個體都是中心。這種進步的「中心的綜合」（synthesis of centres）之觀念，即是歷史的方向與推動力，是同時存于人類善意的心中與基督宗教之教訓裏的。

Ⅱ、「道成肉身」意謂著進入歷史的狀態之中，並影響每一個人，作為上帝的肉身，耶穌透過弛的資訊與行動來表彰愛：

從馬可福音的諸多記事中，可以約略看出在愛的彰顯過程中亦有暴力的參與，許多人所面臨的暴力景況如：死亡。病痛……，經由耶穌的神迹而使情形改觀。這些神迹中所有的解放都是基督完全救贖的前兆。暴力象徵著破壞，而神迹帶來醫治。因著暴力環境使然，耶穌自身不得不進入此等麻煩的危險之中，因此，他必須去斷裂所有的暴力。因此，暴力與愛之間有一個邏輯的連續性關係。

Ⅲ、暴力藉由耶穌在其所在的環境中來肩負：

他成為一個進入歷史中的人。作為一個人，耶穌將其生活朝向一個愛的工作、一個具體的愛的工作。愛是直接與暴力緊密關聯的，耶穌的愛是從身邊的人開始，他視他們為人，尊重每一個個體，她也教導人彼此尊重，視其他人為人（persons）。面對暴力，耶穌必須面對並仔細分辨，首先，分辨百姓對上帝的忠心，因為有人口裏敬拜神，心裏卻遠離神（谷七6—7）；她不再與人對話，因為他們聽也聽不見、看也看不著（谷四12）；她也放棄他們，離群衆而去（谷八13）；甚至拒絕回答文士等人的刁難（谷十一27—33）；最後竟動用肢體暴力去潔淨聖殿（谷十一15）。在耶穌有限的時間裏，從她生命大能之中，她的教訓成為我們的指導方針，即是要在正確的方向上讓愛來取代暴力，並盡力使其實現。暴力既非基督教的亦非福音化的，暴力也是人類發展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然而，愛能指導並糾正，最後終能克服暴力，這絕對是有可能的。

在J. L. Segundo的眼中，耶穌一向是以愛來超克暴力，神的方式是參與在百姓的中間，藉神迹去斷裂在百姓身上暴力的捆綁；她看重每一個個人，並以他們為中心；神在不同的暴力場合中有不同的因應措施，甚至包括肢體的動作；但毫無疑問的是她本身所代表的愛。因此，在耶穌的榜樣中，並未明顯指出該不該用暴力去對待暴力，但對愛的堅持是絕不可或缺的。基督徒一切的行動唯一的斟酌點就是「愛」，別無選擇。

2.
Jose Minguez Bonino
J. M. Bonino認為暴力在解放的過程中扮演著一個創造性的角色，即助産士（midwife）。這樣的概念也許會被擴大地認為，暴力是創造的終極原則，這是有根據的，因為暴力是所有具象化事物的摧毀，唯有毀滅這些限制人的事物—一自然、社會秩序、道德法則、神聖性—一人才能發現他的自由，即他的人性⒆。從J. M. Bonino的看法中，我們不難瞭解，他賦予暴力一個積極的地位，創造是透過暴力來實現的，新秩序的創建本身即是對原有秩序的暴力行動，而藉由此暴力行動，人能在所有棱桔摧毀後，發現真實的自由與人性。對暴力的詮釋而言，這的確是一個洞見。然而，他對暴力本質的看法，仍不脫傳統的意見，他說：

「一般說來，我們可以認定衝突（conflict）與暴力（violence）意謂著對於個人、群體中一些情況的破壞（奴隸、恣意妄為、壓迫、缺乏饒恕、強奪），使得有些人無法成為負責任的人，無法作為負責的代理人（成為契約中的夥伴）來行動，與人、與事、與神建立和諧的關係。」(20)

因此，雖然暴力本身在創造的歷程中佔有一席之地，但仍是對人際關係、人與世界的關係、神人關係帶來破壞。J. M. Bonin。稱這樣的世界為「革命的處境」（revolutionary situotion），對於此革命處境的回應，自然是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在這一個目標下，馬克思主義與基督宗教在方法上（特別在暴力的環節上）有極大的不同。J. M. Bonino曾簡要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對暴力革命的看法，他說：

「馬克思與恩格斯反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普魯束（Proudhon）等人的看法，而堅持主張現存體制中的髻自力是無可避免的，那是因為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生産條件之故、革命的暴力是必須的，因為，除此之外不再有任何方法足以扭轉此一態勢。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指出，暴力是所有舊社會要孕育出新社會的助産士。列寧更進一步解釋說：如果不使用暴力革命，普羅無產階級想要取代資產階級而成為國家的主體，是不可能的。這樣的暴力是工具性的，它將導致一個結果：暴力的消滅。」（21）

如此看來，暴力的使用與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命定的連結，如果馬克思主義堅持要推翻資本主義所形成的暴力體系。然而，J. M. Bonino亦同時指出，對馬克思主義而言，暴力使用的必要性既非教條也非原理，而是基於對歷史與革命實踐的假設。因此，為了實現更高的道德理想（無階級的社會、共産主義的理想），暴力的使用仍具有正當性；而基於歷史的必然性，暴力更是唯一的手段。對基督徒而言，馬克思主義的見解是不能全盤接受的，因為信仰中「愛的要求」促使基督徒必須更深思其所在之處境，對愛有一個新的解釋，以作為行動的倫理原則。

拉丁美洲的社會，階級的鬥爭是一個普遍的事實，暴力的反抗運動亦層出不窮，而連帶引起對暴力問題的討論，在拉丁美洲的實然處境中，是否已達到使用暴力的程度？使用非暴力的手段是否會比暴力的行動更加有效？在愛的要求下，基督宗教的方法以何者為適當？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對「愛」重新加以詮釋，J. M. Bonino引用Giulio Girardi的話說：

「毫無疑問地，福音要求我們要愛仇敵，但並沒有說我們不應該有仇敵；或說我們必不能與仇敵對抗。然而，也不能這樣說：如果沒有仇敵，我們就無法切實地愛他們。因著要求我們放棄中立，福音促使我們去發現仇敵並與之戰鬥，……基督徒必須愛每一個人，但卻不是對所有的人都用相同的方式去愛：我們愛受壓迫者的方式，是支援他們並解放他們；對壓迫者，則是控訴並對抗他們。許多人生活在  性的罪惡之下，‘愛’強制（compel）我們為了他們的解放來戰鬥。我們必須瞭解到，富人的解放與窮人的解放是同時的。因此，吊詭地，階級鬥爭非但不反對愛的普遍性，更促使其成為具普遍性的。」（22）

雖然，當時耶穌並沒有將自身界定在狂熱分子之中，為了謀求國家的解放而鬥爭；然而，卻也未對不合理的體制默不作聲。他始終與宗教和政治上的弱勢者與被壓迫者處於同一陣線，這是無庸置疑的。J. M. Bonino認為，耶穌的方式是「非暴力」的，神被釘十字架，成為暴力下的犧牲者，她並未成為暴力革命的領導者，選擇十字架的道路，這當是基督的追隨者所應選擇的（23）。福音書中的愛，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一種智慧的行動；非暴力亦不是任人宰割，也有其積極的取向。因此，對於「非暴力」，J. M. Bonino有如下的看法：

「非暴力的行動對基督徒的良知而言，不僅是最適當的表達方式，亦有其革命注的目的。正如列寧所敍述的，革命的最終目的是暴力的泯除。因此，非暴力是對每一個人類個體的尊重，在群衆中為解放計劃的內化（internalization）留下了空間，也在新社會的重構中助長了團結的觀念，這是一個與革命的目的相關最密切的方式。」（24）

由此看來，以暴制暴絕非基督徒的倫理，雖然，愛的表達並不包括使無辜者受到暴力革命的波及，因為每一次的革命行動都可能帶來傷害。達到同樣的目的，對基督徒而言，非暴力的手段將更合適。在非暴力的行動中達到革命性的目的，是基督徒所追求的，然而，愛的實踐仍具有相當的開放性，存乎實踐者的良知與抉擇。

三、對愛與暴力的反省

在馬克思主義者的心目中，暴力如同階級鬥爭一樣，是歷史上産生新社會時不可避免的陣痛。如果可能，暴力並非一定必要的。暴力並非是好的，但也不絕對是壞的，只不過是能達到目的的有效工具，而目的是「正義」。「和平」的理想郾而對基督徒來說，不可能在標榜愛的同時，卻又容忍暴力政權或是暴力制度的存在。所以傳統的教導認為：因保護生命、榮譽、財産或在公義的戰爭，甚至是為剷除暴君時，允許使用暴力。從本節以上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到：基督宗教的倫理不只在達到目的，同時也致力尋找工具的價值，意即方法與目的並重。每一個問題的提出，並不能冒然給予解答，因為必須考慮的面向太多了。最後，吾人將針對此問題，作一個整理與反省：

I、在拉丁美洲，解放神學家對暴力的看法，從完全拒絕到贊成的態度都有。他們的意見是複雜而多元的，彼此之間充滿了歧異。贊成者與反對者都有其價值的預設：贊成使用暴力者清楚在暴力的實踐上會付出許多代價，但如果所意欲的是一個更高的理想（像是：正義社會的建立。暴力制度的消弭……），以部分個人的犧牲換取整體社會的和諧，那麽，暴力的使用值得一試，在他們的觀念中，社會對個人而言具有優先性。而反對使用暴力之人所堅持的，是對個體的絕對尊重，認為和諧關係的建立所依循的不是暴力的手段，愛的實踐不是使無辜之人因此受害，非暴力是對於每一個人之價值的肯定（包括：被壓迫者與壓迫者），因此，在他們眼中，個人相對於社會而言，在價值上具有優先性。其中二者共通之處都是出於「愛」，只是對愛有不同的看法，行動的本身是信仰的表達，也是對上帝的回應，是與非是很難判定的。

Ⅱ、在面對愛與暴力的問題時，有一個前提必須先被肯定；那就是在物件上「人與事」必須被區分。從發生學的角度看，基督宗教相信暴力的産生是由於「罪」，因為罪的緣故，人對上帝背逆、人對別人輕賤、人對世界破壞，制度的暴力正是源於罪。人所欲抵抗的即是此種暴力，但是一且使用暴力作為反抗的手段時，當知道基督宗教是一個「愛人」的信仰，不管是善人、惡人都是愛的物件；制度才是反對的物件。因此，儘管有人必須為制度的暴力付上代價，但革命性暴力的使用，其動機極可能一方面出於對被壓迫者的愛，另一方面卻出於對壓迫者的仇恨。所以，基督宗教對於暴力常是持保留的態度。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有著極大的不同，仇恨是他們面對資產階級的態度，使他們對無產階級的愛出現了倫理上的瑕疵，因為，任何暴力的使用，仇恨的烈火隨時會淹沒原來愛的情懷，這種危險性是無可避免的。

Ⅲ、正如部分神學家所指稱，暴力必須經由部分條件的限制（例如：為了善的目的、最後的選擇、自我生命的防衛、有成功的契機……）才允許使用，然而，誰來決定處境是否合於這些條件？事實上，問題不僅於此，使用暴力的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後極可能成為另一個新的暴力體，像法國大革命一般，誰能保證暴力真的「單單」作為建立新社會的手段，而不會有所延伸？還有，革命暴力的使用，目的即在於企圖減低原暴力政府所形成的傷害，然而，誰來對在革命過程中所有的傷害予以節制？為了合於信仰的原則，主張革命的人必對暴力的使用有一些理想上的限制；但是在實踐時，如何確保應然與實然之間的一致性？因此，在諸多顧慮之下，吾人必須指出：如果沒有成功的機會，不應冒然革命，不僅作無謂的犧牲，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壓迫；如果無法摧毀亂源，暴力將迴圈不止，而亂源在於人性，人性的改變絕非暴力所能及，如此，暴力將永不止息。「非暴力」仍是基督徒最佳的表現方式。

正義是愛的必然表達，而正義是透過對人的愛與對罪惡的排斥來彰顯的。解放是一個正義的行動，也是愛的實踐，然而，是否必須藉由暴力的方式，確實值得細細斟酌。在拉丁美洲的神學思想中及實踐行動裏，從極贊成到極反對都有，但無論態度為何，卻有一個普遍的共識：解放神學家都同意Medellin與Puebla之主教會議所強調的事實，即社會結構中的暴力事實必須加以改善。我想，非暴力的和平反抗者Dom Helder Camara主教的意見可以作為拉丁美洲處境的參考：他在對整體的形勢與力量作分析之後，認為拉丁美洲不存在使用暴力鬥爭的條件，因為任何地方只要出現解放戰爭，就立刻會被帝國主義的武力鎮壓下去。但他永遠尊重採用暴力方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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